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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明清之际，以传教士的东来为中介，中西文化
和哲学开始相遇和接触。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存在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当传教士把中

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之时，欧洲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

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的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

以实质性的关注。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开始出现。自

１９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
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们既未能深切地理解中国哲学，更未能以之为建

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真正进入世界，以揭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为前提，这既包括彰

显中国哲学在解决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也包括通过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以从理论建构

的层面展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和理论意义。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超越两

度出现的不对称，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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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一个历史变迁和衍化的过程。在早期，中国哲学（首先是其中的儒

学）除了先后传播于周边区域，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或东南亚地区之外，对世界的其他区域并

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文化传统（包括西方文化）之间，主要

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没有内涵上的实质交流和互动。

到了明清之际，情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从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明清之际是非常值得关注

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把西方文化，即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

和科学思想，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思想介绍、引入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将中国古代的若干典

籍，首先是儒家的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１７ 世纪的时候，《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都已
被比较完整地翻译成拉丁文，并渐渐为当时主流的西方思想家们所关注。

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值得注意的特点在于，中国哲学与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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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或不对称的关系，这种不平衡或不对称表现在：当传教士把中国的典籍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思想

观念介绍和引入欧洲的时候，当时主流的思想界及其代表性人物给予其以相当的关注，然而，中国的哲

学家却未能对西方主流的文化和思想予以同等的关注。在欧洲，这一时期主流领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以及莱布尼茨的后学沃尔弗，等等，都开始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内

涵加以关注。莱布尼茨便对中国哲学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不如中国人，而

且，“中国哲学比古希腊人的哲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①考虑到莱布尼茨时代基督教神学在欧洲仍具

有独特的地位，这一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莱布尼茨同时认为，中国的伦理学要比西方更完善。他的后

学沃尔弗进一步指出：“自身包含有基础的东西就是真，自身不包含有基础的东西就是伪。运用这块试

金石来判断，中国哲学的基础有其大真。”②基于以上看法，沃尔弗肯定：“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

哲学是完全一致的。”③这里体现了从理论的层面对中国哲学的认同和推崇。

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表现出对中国哲学（包括儒学）的多方面肯定。伏尔泰指出：“中国的
儒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④这里无疑

有见于中国哲学（包括儒学）内在的理性精神。比较而言，孟德斯鸠更多地着眼于政治和法律领域，认

为儒学以“和而不同”作为治国原则，体现了“伟大的天才”智慧。⑤在肯定中国哲学与文化方面，狄德罗

展现了相近的立场。对他而言，“中国人历史悠久、智力发达，艺术上卓有成就，而且讲道理，善政治，酷

爱哲学；因而，他们比亚洲其他各民族都优秀。依某些著作家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同欧洲那些最文明

的国家争辉”⑥。他同时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智慧，认为这种智慧会“冲破一切羁绊”⑦。

以上提及的，都是当时主流的西方思想界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不仅对中国文化给予了相

当的关切，而且对其普遍的意义作了肯定。尽管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具体内

涵也许没有其后人了解得那样详尽，但对中国哲学的主要趋向与主导观念，却已有不同程度的把握。他

们对中国哲学的积极评价，便基于这种把握。

反观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包括儒学之域），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于传教士介绍的西

方思想观念固然也给予了某种关切，但是这种关切首先指向科学与技术的层面。即使对天主教思想表

现出某种认同和肯定的徐光启，也将主要的兴趣放在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之上，他所提出的“欲求超胜，

必须会通”⑧，也主要指向科学领域。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徐光启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感兴趣的，主

要是其中与几何学比较接近的、形式层面的逻辑学（名理学），对其形而上学、伦理学，则很少问津。较

之徐光启，方以智对西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区分质测之学与通几之学，其中质测之学与物理学等

自然科学相涉，通几之学则与哲学相关，方以智对质测之学及其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肯定，并认为质测与

通几无法相分，既不能以质测否定通几，也不能以通几否定质测：“不可以质测废通几，岂可以通几废质

测？”⑨然而，关于中西之学的总体特点，方以智的观点是：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瑏瑠这一看法

意味着西方固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长，但在哲学上却不如中国传统的性道之学（在方以智那里，通几

之学与中国传统的性道之学属同一领域）。类似的情形也可在王夫之那里看到。王夫之认为：“盖格物

者，即物以穷理，惟实测为得之。”瑏瑡这一看法无疑受到西方实测之学的影响，但在哲学层面，却几乎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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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王夫之对西学总体上的正面评价。

可以注意到，明清之际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从徐光启、方以智到王夫之，对西学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接

触，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学中技术性的层面，如历法、数学、实测之学，等等，对于哲学层面的普遍

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在总体上并没有给予实质上的肯定。相对于莱布尼茨、沃尔弗、伏尔泰等对中国哲

学普遍内涵的关注和实践哲学等方面的推崇，中国哲学家显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西学以同样的关切。

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由于缺乏专业哲学家的介绍和阐释，西方哲学难以展示其系统的图

景，从而妨碍了中国哲学家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容易使中国思想家对外来文化保

持某种距离，等等。由此形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前面提及的，中西文化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某种不平衡

或不对称：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视超过了中国主流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重视。

二

步入近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从 １９世纪中期开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
经历了新的衍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家首先所注重的是器物，与之相关的主张则是“师夷长技以

制夷”，尔后逐渐关注西方的“制度”，最后则开始突出“观念文化”层面的西学。在观念文化这一层面，

以“中体西用”为先导，西学最初在价值之维仍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文化立场可以视为明清之际思维趋

向的某种延续。然而，自 １９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一些主流思想家开始深入于西学之中，逐渐了解西方文
化的内在精神，并从不同层面趋向于认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接受西方主流的哲学思想。尽管其中

的一些人物在价值观上往往站在儒学立场上对西方文化做某种批判，但从思想系统来看，近代思想

家已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主流的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变化。

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真正称得上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其共同特点在于不仅上承了传统的中国哲

学，而且也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西方思想的诸种观念。以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演进而言，从梁漱溟、
熊十力，到金岳霖、冯友兰，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西方哲学，并受其影响。尽管其中一些人物并不是以专

家的身份来了解西方文化，他们对西方哲学的具体细节、历史变迁也不一定十分了解，然而，在实质性的

层面，他们却把握了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主导性观念，并以此作为建构自身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诚

然，在价值取向上，中国现代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上承儒学的哲学家）对西学仍有种种的批评，但即使

这种批评，也构成了其形成自身思想系统的一个环节：通过对西学的这一类批判性回应，相关哲学家的

思想系统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取得了不同以往的形态。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学的东渐、缺乏西方哲学的背

景，就不会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

这种情况较之明清之际显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者具体表现在：主流的中国思想家开始对西方文

化中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加以认真关注，这种思想资源在得到认同以后又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现

代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

然而，在西方，人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形。从技术性的层面来说，明清之际以后，西方对中国文化

的翻译和介绍无疑更为精致、细化，如某种中国的经典，常常会有十几种、甚至数十种的译本，对于中国

文化的典籍、思想、学派等方面的了解程度，也开始远远超过了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以及欧洲近代的思想

家。但是，从 １９世纪以后，一直到晚近，都不难发现到一种现象，即：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逐渐衍化为汉
学研究的对象，对中国文化（包括儒学）的研究、介绍，也相应地主要限定于汉学家之域，１７、１８ 世纪时
候的主流思想家莱布尼茨、沃尔弗、伏尔泰等关注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现象，自 １９ 世纪之后已难得
一见。

不难发现，虽然在细节上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文化的了解已非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可比，但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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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思想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理解。汉学家们的研究，侧重于中国文化中学术性的

层面和领域，他们主要不是把中国哲学作为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象，而是更多地关

注文化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或实质的层面，其研究类似于文化人类学家对早期原始文明的考察。就

哲学领域而言，自黑格尔始，西方主流哲学家便以比较轻视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

演录》中虽然提到中国哲学，但却并未把中国哲学纳入他所理解的哲学之列。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

人的主要的哲学家”，但他的思想只是一些“常识道德”，“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易

经》虽然涉及抽象的思想，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①这种看法在此后的主流西方哲

学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延续。

尽管晚近以来，随着留学西方（欧美）的一些中国学人进入西方的学术领域，包括哲学界，中国哲学

开始在不同层面进入某些西方高校的学科领域，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们也逐渐对中国哲学给予了

某种关注。但是，这种“进入”和“关注”主要仍然停留在西方非主流的哲学和思想领域，而没有走进和

融入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这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哲学，包括儒学，始终没有进入重要的西

方高校的哲学系中，它们依然主要在历史系、宗教系、东亚系等学科，除了夏威夷大学等少数的哲学系讲

授中国哲学，主流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斯坦福、剑桥，等等，都没有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来看待。同样，

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没有真正地把中国哲学作为其建构自身体系必不可少的资源。晚近人们

往往津津乐道海德格尔如何重视道家哲学，其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道怎样具有相关性，等等，然而，如果深

入地考察其哲学的内在逻辑脉络，则不难发现，这种推测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海德格尔的哲学本质

上仍源自西方哲学传统，尽管包含了其中非主流的方面。与海德格尔同属现代西方现象学的梅洛 庞

蒂，以更为明晰的形式表达了关于中国哲学的看法：“人们有这样的感受：中国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哲学

家那样懂得理解或认识观念本身，他们没有向自己提出过对象在理智中的发生，他们不寻求去把握对象，

而只是在其原初的完满中唤起它。”②依此，则中国哲学似乎尚未达到西方哲学的高度：相对于西方哲

学，中国哲学仍处于较低的层面。当然，近来西方的一些哲学家们确实开始注意中国哲学，并试图以此

作为自身哲学思考的参照，如斯洛特（Ｍ．Ｓｌｏｔｅ）在研究情感伦理学之时，便对中国的阴阳观念等给予了
很多关注，但这种理解还处于比较表层或外在的阶段，尚未真正深入到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层内涵之中。

这里，可以看到与明清之际不同的另一种不平衡或不对称。在明清之际，西方主流思想家们对中国

思想和哲学的普遍的意义给予了相当的关切，而中国的主流哲学家和思想家，却在注重西方的实测之学

的同时，或多或少将西方的哲学思想置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然而，１９ 世纪之后，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
西方思想家，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既不深入了解、也

不具体关切中国哲学，更遑论以之为建构自身体系的思想资源。

以上是中西思想和哲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呈现的另一种不平衡和或不对称的现象，如果这种不对

称状况没有根本的改观，那么，即使试图通过翻译、介绍等形式让中国思想走出去，依然是无济于事的。

这里的关键是，以上一厢情愿的“走出去”方式，并不能使中国思想和哲学进入主流的西方思想、成为他

们建构自身体系的必要资源。也就是说，当中国的哲学思想作为人类文明普遍成果这一点没有得到深

层面的认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走出去便只能停留在表面的热闹之上，而很难获得实质性的内涵。

三

中国哲学（包括儒学）真正进入西方主流哲学的视野，可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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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并不取决于热切的倡导、标语口号式的呼喊。事实上，就翻译工作而言，西方和中国的学人在这几百

年中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结果却至今依然主要止步于汉学圈，没有真正进入到主流的西方思想

界。中国的哲学（包括儒学）如欲真正走进西方主流的哲学，首先便必须把中国哲学中真正具有普遍性

意义的思想内涵，以西方主流的思想所能理解和认可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应该使中国哲学在西

方主流哲学的视域中不再是某种特殊乃至“异己”的存在的形态，而是人类文明中普遍性的思想成果。

唯有如此，中国哲学，包括儒学才可能逐渐走进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在领域。

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这里至少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切实的研究，以展示中国哲学（包括

儒学）在解决哲学演进过程（包括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

值，这种价值如果能够真正得到体现，则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也相应地将得到承认。从广义上

的哲学发展过程看，不同的哲学传统中所提供的思想资源确实可以为解决历史中和当代的各种理论性

问题提供多样的启示，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切切实实地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工作，无疑将有助于主流西方

哲学发现和承认中国哲学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令人欣慰的是，近来一些学人，包括海外的学人等等，已

经开始注意并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黄勇教授便是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一位。就内在的层面而言，哲学

领域中的比较研究，不能停留在中国哲学如何、西方哲学怎样，什么是相同之点、何者为差异之处这一类

同异对照和罗列之上，而是应该进一步以中外之学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为对象，探索在解决这些普遍

性的哲学问题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别可以提供什么，从而为思考相关问题提供更为宽广的视域。

以德性伦理而言，对德性伦理的批评之一，是德性伦理仅仅关注自我德性的完善，对他人德性的完

善则未予关注。以关心他人为例，通过关切、帮助他人，行为者自身的德性得到了彰显，但在这一关系

中，被关切的对象主要是受惠者，其内在德性如何完善的问题则未能落实，这种单向性的关联，似乎同时

也赋予德性伦理以某种理论上的片面性。然而，如果引入中国哲学的视域，对以上问题便可能获得不同

的理解。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便注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其中所蕴含的，并不仅仅是一

种对他人的外在关切或行善式的照顾，而是意味着推动他人在道德上自我完成、自我完善，在此意义上，

德性伦理并非仅仅停留在德性主体自身的完美上，而且同时指向他人的完美，包括让他人靠自身力量完

善起来。这一思路，对德性伦理学上所遭遇的批评，至少可以提供一种角度的回应。

另外，知和行之间脱节，常常成为伦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而不行”与伦理学上所面临的

“意志软弱”，也有理论上的关联：明知其善，却未能去行，虽知其恶，却依然去行。对这一问题，可以从

不同的视野去考察，中国哲学在这方面则同样也提供了独特的进路。中国哲学在较早的时候便区分了

身心之知与口耳之知。荀子已指出：“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

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②这里的

“学”与广义之知相联系，所谓“君子之学”，也就是中国哲学所理解的人应当具有之知，而“布乎四体，形

乎动静”，则既涉及“身”（四体），又关乎“行”。与之相对的小人之学，则仅仅限于口耳之间，未能引向

以自我完善（美其身）为指向的践行。王阳明对此作了更具体的考察。在谈到广义的知行关系时，王阳

明便区分了口耳之学与身心之学：“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

揣摩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③“口”引申为说，“耳”则借喻为听，

在言说过程中，说与听都首先涉及话语意义的辨析，其目标首先在于达到语词层面的理解。此时，主体

常常耳听而口说，所谓入乎耳而出乎口；其所说所听，并未化为内在的德性和人格。唯其如此，故虽在语

义的层面能明于理，但仍不免做悖于理之事。与这种口耳之知相对，身心之知已经化为人的内在意识，

成为人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构成，并与人自身同在。当知识不再表现为对象性的了解，而是化为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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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部分并与行为者融为一体之时，人的所作所为、举手投足，便会处处受到这种内在之知的制约，从

而避免仅仅在观念的层面有所知而在行动层面上却付诸阙如。从荀子到王阳明，对口耳之知和身心之

知的如上区分，无疑为回应知行之间的脱节以及与之相关的意志软弱问题，提供了一种哲学视野。

以上这一类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多重方面，如果能够把这些对于解决哲学问题具有普

遍意义的独特视野充分地揭示出来，那么，这至少有助于使西方哲学逐渐比较深切地了解并关注中国哲

学对思考哲学问题所具有的意义。历史地看，中西哲学往往面临一些共同的哲学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

方面，中国哲学究竟可以提供什么东西？真正通过切实的研究工作，把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价值充分凸

显出来，显然将从实质的方面推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进而言之，不同的哲学传统，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

富，它们同时构成了今天哲学思考和建构的资源。从哲学建构和发展的层面看，中国哲学显然不能仅仅

停留在解题的层面，而是需要一方面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开放的视野面对西方哲学的

思维成果，以多重的智慧资源建构自己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哲学（包括儒学），便是需要

关注的重要方面。晚近以来，冯契、牟宗三等哲学家以自己的创造性研究，对性与天道、宇宙人生等根本

的问题，作出了自身的独特思考，形成了具有个性特点的哲学系统。这种哲学思考和建构既是传统中国

哲学的延续，又使之获得了当代新的形态，可以说，它从理论建构的层面，彰显和突出了中国哲学的普遍

意义。如果这样的哲学研究继续深入地、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那么，中国哲学在建构哲学思想系统、深

化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这些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也将得到真正的确认。由此，中国哲学也将不再仅仅

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圈之中，而是同时展现其普遍的品格和创造性的内涵，并真

正融入包括西方主流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之中。

从中西哲学的互动看，正如 １９世纪以来，西方哲学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背景并构成
中国哲学所运用的重要资源一样，中国哲学也应当进入主流西方哲学家的视野，成为其哲学思考的重要

背景。只有当主流的西方哲学，包括其中真正重要的哲学家们，都以中国哲学为哲学思考和建构的必要

理论资源，并以不了解中国哲学为其哲学思维的缺憾，中国哲学才能够真正实质性地走进世界哲学的领

域，而中国哲学自身通过创造性的研究以展示其普遍而深沉的哲学意义，则是实现如上转换的基本条件

之一。以明清之际和近代以来中西哲学之间两度经历不对称的关系为背景，这一意义上的“进入世界

哲学”，意味着中西哲学相互承认、彼此肯定，既各美其美，也美人之美。唯有基于以上前提，中西哲学

之间的关系才能在经历不同意义上的非对称关系之后，超越这种非对称性，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

当然，哲学是对智慧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探索，而非千人一面。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从其自身所处时

代、个人的背景、兴趣、积累、理解、对世界的感悟等等出发，形成自己新的思考。同样，不同的哲学传统

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也不会由此失去自身的特点。在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依然将呈现自

身的个性品格。

（责任编辑　 付长珍　 王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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